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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在你伯伯要求我们的骨灰不保留，这又是一场革命，这个革命意味着什么？就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，我们在最后，我们一辈子为人民服务，到最后我们的骨灰也回到大自然里去，到海里，到土地上，再去喂鱼，再去营养庄稼，最后彻底为人民服务，他是专门这样告诉我们的。我觉得他这个说法也是很对的，所以我也实际上在向他学这个做法。   

[新闻会客厅]　30年前，我在周总理身边  　　　央视国际 (2006年01月18日 11:26) 

纪念周恩来总理 

　　主持人：您好观众朋友，欢迎走进《新闻会客厅》。1976年1月8号是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日子，在这之后的30年当中，每年的这个日子，人们都在用不同的方式纪念和缅怀周总理，今年这样的纪念依然在继续着。 

　　30年前，1月8日，周恩来总理患膀胱癌，在北京305医院住院一年半后，离开了人世。享年78岁。 

　　此后，每年到1月8日，人们都会以各种方式纪念这位人民的总理。 

　　今年是周总理逝世整整30周年。这是记者在今年1月8日拍到的一组照片，在周恩来的老家淮安，一位老人在“永远怀恋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摄影展”上驻足观看；在南京，一位市民在梅园新村纪念馆向周总理铜像鞠躬。在成都一处居委会里，摆满人民悼念周总理去世的照片。 

　　对于很多人来说，他们是在怀念一位好总理，而对于曾经生活在总理身边的人来说，每年的1月8日，他们还在怀念一位熟悉的亲人和首长。 

　　张佐良，74岁，北京医院的医生。1965年，他接到了一纸调令，之后走进了中南海的西花厅，周恩来的住所，成为周恩来总理的专职保健医生。 

　　在周恩来生命最后十年，他一直负责周恩来的饮食、卫生以及身体保健。每次周总理出访或者接待外宾，他也都陪在总理身边。对于张佐良来说，和周总理在一起的那十年当中的每一件事都是令人难忘的。 

张佐良 

　　主持人：有人说只有近距离感受到的伟大才是真正的伟大，所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，我们请到的来宾都曾经多年在总理身边工作或者是生活过，首先介绍的是周总理生前最后一位保健医生张佐良先生，张先生您好。 

　　张佐良：您好。 

　　主持人：欢迎您到我们的节目中来，每年的1月8号对您来讲是一个需要纪念的日子吗？ 

　　张佐良：对。 

　　主持人：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纪念呢？ 

　　张佐良：因为总理在人民面前，在老百姓面前是个伟人，但是他也是一个平凡的人，背向大众一面的周总理大家不大了解，我所回忆的也是回忆我的工作，到了1月8号也好，3月5号也好，我常常会想起我在西花厅的那些日子，刚才画面上，我住的房间我看见了。 

　　主持人：路过您的房间。 

　　张佐良：对。 

　　主持人：您当年第一次见到周总理是在他卫生间里面，被称作第二办公室，但是当时您是被工作人员引到那边去的，您有没有觉得奇怪，怎么第一下就到了卫生间里？ 

　　张佐良：我倒没什么奇怪，我就感觉到总理很忙，很紧张，不知道该说些什么，别罗罗嗦嗦说多了不好，因为邓大姐跟总理打了招呼，是大姐说总理在卫生间里，现在你可以进去了，她带着我进去的。进去以后她就很简单，就三言两语，听说你是上海人，你是流浪儿，他说你父母呢，我说“8.13”战争被炸死了，他说你看起来没有流浪儿的那种习气，我说我15岁参军，16岁入党，在党内解放军里长大的。他说我身体很好，没什么病，大姐身体不大好，你只要把大姐照顾好了就可以了，就这样。 

　　主持人：三言两语没有格外的热情，您当时心里有没有犯嘀咕呢？ *digu11
　　张佐良：没有嘀咕，我想总理在卫生间里都要接待人，那么忙，我赶紧出来吧，出来我就轻松了，我的轻松不是我紧张，我把给总理的时间占了。 

　　主持人：等于面试通过是不是？ 

　　张佐良：对。 

　　主持人：后来到了保健医生工作岗位上，您每天的工作从什么样的事情开始，以什么样的事情结束？ 

　　张佐良：开始就是因为总理的生活，他上床睡觉的时间多半在下半夜，就是凌晨的两三点到卧室，到卧室之前，还要抱着一摞文件，我形容一下，可能20来公分厚，大姐说，这是他的金娃娃，抱到卧室里洗漱完了，上了床，拿一块木板，把文件放在上头，一边勾、画，他就看那么多文件。我一直要守在旁边，他看文件不是整个过程都守在那里，要不断地进去看看，没有事儿了在值班室待着，大概20分钟到半小时左右要进去看一下，我不进去还有其他的工作人员进去，怕他有的时候打盹了，他累了，睡着了就怕他着凉，一直到他睡了。我去了以后他就已经有心脏病，刚开始得冠心病，有心绞痛发作，开始吸氧，所以他睡觉的时候我按氧气，由警卫员拿氧气的口对着他的鼻子，我在那儿按，因为一袋氧气按得快一点大概五分钟左右就按完了，慢一点也可以十分钟左右，我就不能快也不能慢，因为灯已经关了，卧室的灯已经黑了，太快了他还没睡着，你按完氧气总要出来吧，尽管有地毯，也会有点悉悉嗦嗦的声音，怕把他吵醒了，就借着走廊上的灯光进来一点余光，看见他眼睛闪烁的状态，我们知道如果睡觉睡得比较深的，眼睛闪动的动作就比较稳了，也不这么快速了，呼吸也匀了，那个时候我就可以稍微按快一点，可以走人了，出来，我就上床去了。  *匀yun2    均匀jun yun12
　　主持人：您每天的工作是以照顾总理睡觉，睡熟了，您才下班。您在做保健医生之前生活肯定是还比较正常规律的，到这儿之后长年这样，您适应吗？ 

　　张佐良：因为那个时候不是一种什么观念或者理念，或者是一种精神，因为在总理身边工作的人都这样，就是肚子饿，吃不上饭，所以跟人家说了，三点来钟睡觉，中午11点半到12点总理要洗刷，因为多半是外宾比较多，而且其他人都被打倒了，文革中间，能够参加工作的，高峰的时候，有16个副总理，那时候他就没有副总理了。 

　　主持人：所有的事情一个人要做。 

　　张佐良：对，于是有外宾他要去机场，这就是讲的起床以后了，他一上汽车，他的早点是端到汽车上吃，上车吃东西，他坐在汽车的左侧，我坐在他后面右侧，秘书已经把文件准备好了，这一路上要念的。 

　　主持人：保健医生怎么还负责念文件呢？ 

　　张佐良：因为总理要轻装简从，他不让很多随员跟着一大堆到机场去，他就带一个警卫员，带个医生。 

　　主持人：因为总理要求轻装简从，所以你们就必须要身兼数职。 

　　张佐良：对。 
　　主持人：您刚到总理身边的时候，其实他身体还是很好的。 

　　张佐良：对。因为他跟我讲他没什么病。 

　　主持人：我们看到书上说他冬天参加外事活动，别人都穿得很臃肿，他还穿得非常少，而且也从来没有冻感冒过。   *yong zhong13
　　张佐良：不戴帽子。他从不戴帽子，刮风、下雪不戴帽子。 

　　主持人：您从医生的角度看，平常给人的印象，身体这么好的人，怎么突然之间癌症一下子就来了？ 

　　张佐良：因为也有人说是不是跟心情不舒畅，精神压力大有关系，我想这是有关系的。 

　　由于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，周恩来的身体和精神都承受了极大的压力。这让张佐良也有着深深的感受。 

　　1972年5月18日，周恩来前往北京机场欢送来自非洲索马里的贵宾西亚德一行，然而也正是这一天，来自北京和各地医院的专家们会谈确认，周恩来患了膀胱癌。 

　　主持人：1972年5月12号，做常规尿检查的时候发现四个红细胞，这是您自己发现的吗？ 

　　张佐良：对。 

　　主持人：这是四个红细胞，您怎么判断它，要不要说出来，要不要跟谁说，您是不是要想一想？ 

　　张佐良：没办法，我憋了一天以后跟大姐商量，我说恐怕得查，不查怎么办，我说最大的怀疑就是有没有肿瘤，别的石头、炎症，无所谓，没那么紧急。 

　　主持人：你跟大姐说的很直接，跟总理呢，能这么直接讲吗？ 

　　张佐良：她说你跟总理去解释一下，提出来要查一查，我说好吧，大姐告诉我这个方法，你也要缓和一点，然后我就找了一个机会，总理上过厕所在那里洗手，我说总理，今天小便结果已经有了，查出来发现跟你平常的有点不一样，他说什么不一样，我说红细胞多了几个，正常的不应该有，或者有一个，你现在有四个了，说明什么？我说，第一，有炎症的可能，第二，有石头的可能，第三，可能长瘤子，三条你也得说，不说查它干什么，有那么严重吗？我说应该复查，就看发展趋势，是多还是少了，还没复查呢。这么麻烦，什么时候查，我说最好现在查，他说现在查就查，当时尿壶也没有，赶紧端一个痰桶，把里头的水倒掉以后就给他留尿，然后去查，马上就发现胰腺上皮细胞癌，就找到了。 
　　主持人：总理对这一次复查小便自己关心结果吗？ 

　　张佐良：没有，没有问。我想第一，他不问，我认为他并不把这件事情看得那么重。第二，他想要来了，既来之则安之，我面对现实。当然，对我们医生是相信的，你们要叫他怎么样，到了什么时候该做什么，医生是知道的，他也不要多问了，我相信这样，因为他看那么多医生在那里检验。 

　　主持人：从化验有红细胞到后来总理尿血都快一年时间了，这中间都没有跟他讲，您确诊了，是癌症。 

　　张佐良：没有。 

　　主持人：但是真到尿血的时候自己就太清楚了。 

　　张佐良：他一看尿血他就知道了，因为前面有过膀胱癌。 

　　主持人：第一次尿血的时候您在吗？ 

　　张佐良：在，警卫员吓坏了，一尿到马桶里都是红的，敲门，我刚要睡觉，他的卫士长，佐良，坏了，真的尿血了。因为平常我跟他们都讲清楚了，可能要有这一天，哪一天不知道，他既然是得了癌他总要出血，这一天终于出来了，所以我们心理准备是有的。 

　　主持人：但是总理不一定有。 

　　张佐良：总理不一定有。他照样工作，什么话也没讲，也没说吃饭吃不好，睡不着觉，或者问我们，嘀咕什么，没有。 

　　主持人：为什么呢？是他不在乎还是都想明白了？ 

　　张佐良：我想他是想明白了，因为他的人生观，他的世界观，他的生死观，疾病观非常明确了，因为人总是有生就有死，是自然规律，谁也阻挡不了，这是一句话。他跟我们随意说，不是专门针对某一个，不是得了这个病以后说的。第二，我们在过去几十年里，有那么多同志都牺牲了，我们是幸存下来的，所以也到了这个年纪了，又发生一点意外，没有死的人感到意外，死掉的人没什么意外，他该到这个时候了，所以我觉得他已经把所有的问题想清楚了，他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者，我的感觉是这样。 

　　主持人：后来你们建议总理住院治疗，做手术，一建议他马上就都同意了吗？ 

　　张佐良：1973年没有做任何延误，因为尿血一尿出来就是红的，肯定他应该采取措施，他没有多问，也同意，我们就在玉泉山做的。 

　　主持人：做了这个检查之后就手术了？ 

　　张佐良：检查的同时，看到这个大小可以在膀胱镜检查的一次性检查，不抽出来再做别了，就在里头把它烧掉了，总理在山上住了两周不到，因为总理不能耽搁，只要有一个礼拜不在报纸上露面，外交部也催，中联部也催，所以总理也做不下去了，他必须要出来，甚至老百姓也有问的，怎么就没消息了，所以总理必须出来。 

　　主持人：从治病的角度讲，是不是应该继续留院治疗？ 

　　张佐良：从治病的角度，像他这个年龄，这种情况，第一，应该继续休息；第二，要做灌注治疗，总理应该是做五六次，总理做了一两次就不做了，他不肯做了。 *guanzhu44
　　主持人：第一次手术之后，工作量也没有减少，作息时间有没有调整？ 

　　张佐良：没有。 

　　主持人：一点都没有？ 

　　张佐良：完全恢复到平常一样，而且一大堆留在那儿的事情还没处理完，他休息了一段时间文件更多了。 

　　尽管得了癌症，但是周恩来的工作并没有因此而减轻，相反，他比以前更忙了。当时正值文革的后期，他忙于为更多在文革期间被打倒的老干部复职，忙于为刚复出的邓小平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，甚至还亲自为邓小平出席联合国大会壮行。 

　　1974年的年初，由于周恩来病情加重，医生建议他进行第三次手术，周恩来却没有同意，他在批示中说“此事不予考虑”。而正是这些工作的忙碌，加速了周恩来病情的恶化。 *pishi14
　　主持人：在总理还正常工作的时候，他特别辛苦，最累累到什么程度还在坚持工作，您见到过的？ 

　　张佐良：我见到过多次，其中印象最深的一个就是广交会的时间，总理已经在人民大会堂，在钓鱼台、京西宾馆坐了40来个小时了，回到西花厅，拿到文件，因为有人给他准备好，他们告诉我，你准备点东西吧，到广州去一趟，就走了。到了那里以后，先召集当时的军队领导干部，地方的领导干部，层层谈话，然后再找造反派谈话，连续在那里三天两夜没睡觉，在北京已经40多小时没睡了。我们都不行了，我到一个地方，只要屁股挨着椅子我马上就流口水，就打呼噜。吃饭也弄不清白天黑夜，因为都在屋子里头开会。 

　　主持人：三天两夜七八十个小时了。那他怎么坚持呢？ 

　　张佐良：就坚持，他也没打盹，没看见他打盹，我们都坚持不了，他不打盹，所以我说他是奇人。 

　　1974年5月30日，周恩来出现了频繁尿血的症状，这一次他不得不离开中南海，住进了305医院。 

　　入院后的周恩来已经很明白自己的身体状况，但是当时的形势仍然让他无法停止自己的工作。 

　　1974年12月，病中的周恩来亲自飞往长沙，和毛主席进行会谈，毛泽东接受了周恩来的建议，决定增补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，后来人们把这次谈话称作决定中国政治走向的长沙决策。 

　　此后，周恩来还做了大量的工作，行使着一个大国总理的全部职责。 

　　1975年1月，周恩来最后一次做《政府工作报告》。 

　　1975年10月20日，第五次手术后，周恩来就再也没有从病床上下来，最后的一段日子，身为保健医生的张佐良陪在他的身边，直到1976年1月8日。 

　　主持人：过了三十年，每到1月8号的时候，人们都用不同的方式来纪念这个日子，说北京有一个很普通的警察，每到1月8号就会看着天来祝福周总理，您觉得为什么时隔这么多年，人们都依然不会忘记，而且记忆会越来越强烈呢？ 

　　张佐良：一个伟人留在人民中间的印象，敬重，大家的怀念，为什么那么久，我想跟整个社会的进程是有关系的，应该说到现在我们党跟中国社会应该说大大地往前发展了，应该说是很大的进步。 

　　主持人：在总理身边工作这十年，对您来讲意味着什么？ 

　　张佐良：对我来讲，意味着就是说你要做一个人，应该像总理这样做人，因为人的生命，生命生跟死就是一个时间段的问题，我想留下什么呢？留下一个值得后人敬重，后人怀念，我们国家不会灭亡，民族不会灭亡，你是要走的，要新陈代谢，我已经五年没有参加活动了。 

　　主持人：为什么不去？ 

　　张佐良：最重要的，我就把西花厅说成一个学校，如果在西花厅这个学校毕业的人，你要做得跟他一样，或者做得接近他，这就行，少说多做。 

　　主持人：好，谢谢您。 

　　周恩来总理逝世时，来医院为他送行的人当中，周秉德是周家嫡系侄辈中的长女。 

　　周恩来和邓颖超一生中没有自己的孩子，1927年，邓颖超第一次怀孕，但由于当时的革命形势，邓颖超没有生下这个孩子。后来邓颖超还有一次怀孕，由于难产，孩子生下来便夭折了，邓颖超的身体也因此变得非常虚弱。恰逢当时国内一片白色恐怖，邓颖超当夜逃难到上海，一路颠簸下来，身体受到严重伤害，从此再也没有孩子。 *dianbo13        *山颠  *颠覆     *簸bomi33    *簸boyang32   ＊箕み
　　后来周恩来夫妇曾收养过三个女孩，但都因各种不同的原因相继去世。其中和她们相处时间最长的孙维世，是烈士孙炳文的遗孤，在文革期间也被迫害致死。 

　　周秉德是周恩来三弟周恩寿的大女儿，在娣亲侄辈中年龄居长，12岁那年，在周恩来夫妇与家人商议之后，她就住进了中南海西花厅，和周恩来夫妇一起生活了15年，在亲属中，她与周恩来夫妇来往最为密切，邓颖超也曾说过，周秉德是所有亲戚中和他们夫妇感情最深的人。 

周秉德 
　　主持人：演播室回来，我们请到的是周总理的侄女周秉德女士，请她给我们讲一讲她眼中的周恩来。您好，每年到1月8号这个日子，家里会有一些什么纪念的方式吗？ 

　　周秉德：三十年过去了，每年1月8号，我和弟弟妹妹，其他亲属，还有原来在西花厅工作的一些老同志，一开始都到天安门的烈士纪念碑去，大家在那儿聚会，大家互相谈谈情况，回忆过去，然后一起照相。 

　　主持人：为什么纪念总理要去纪念碑呢？ 

　　周秉德：他没有可以纪念的一个具体的地方，别人有碑，有墓，但是他把自己的骨灰都撒到了江河湖海，撒到了祖国大地，没有地方去，就觉得那个位置是最合适的。 

　　主持人：今年也是这样吗？ 　　　＊有口皆碑bei1
　　周秉德：我们后来都改到毛主席纪念堂了，纪念堂的有关人觉得你们每年都在这儿，那么冷，正是三九，二九、三九的时候，最冷的时候，所以后来人家也看到，觉得那么冷的天，还是到我们这个房间里来吧，这样就到了毛主席纪念堂的周恩来室，每年都到那儿去。 

　　主持人：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忘不了，可以理解，很多那时候没出生的年轻人对总理也是那么敬仰，甚至当作自己第一个最重要的偶像，您觉得这是为什么？ 

　　周秉德：我看到很多年轻人都是这样的一个心情，都觉得周恩来是自己的偶像，是学习的榜样，如果大家都像周恩来这样，我们国家发展得会更好。 

　　主持人：对于什么是周恩来精神，人们有共识，但个人也有个人的理解，在您看来，周恩来精神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？ 

　　周秉德：这一生他就是为了解救中华民族的危难，为了咱们有一个新的中国，能够把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更好，一生都在追求这个，我觉得他真是不考虑自己。 

　　主持人：您的这种理解有哪些是因为确实在他身边生活过多年，通过自己的双眼看了感受到的呢？ 

　　周秉德：这个感受总是逐步的，不可能一下子就能够认识得这么透，一开始只是觉得他是长辈，是我的伯父，他自己的职位很高，对我们又那么好，我们当然很尊敬他，很敬爱他，这个是逐步的，咱们才有了一些了解。我伯父处处想着老百姓，要求我们这些孩子们，让他的子侄们一定要过老百姓的日子，我们是普通学生，以后是普通的老百姓，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，靠自己的努力去安排自己的未来。 

　　主持人：1976年1月8号总理逝世，您当时是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？ 

　　周秉德：那时候要去上海出差，4号出差，事先就给伯母打电话，家里没人接，没人接我想我一个星期就回来了，就没人接就算了。到了8号中午的时候我老伴接到电话，因为伯母说让秘书赶紧给我打电话，不知道我出去了，赶紧给我打电话，找到我以后告诉我这个消息，第一个要告诉我，但是我老伴知道以后，就没法通知我，我到上海出差，那时候通讯也不是那么便利，我没告诉他我在什么地方住，但是我去看过亲戚，老伴就给亲戚打电报，还不能够说什么事，只能说家有要事，请速回京。 

　　主持人：那时候还属于机密呢，公众还不知道呢。 

　　周秉德：对，还不知道，就是8号当天。亲戚傍晚接到电报，就觉得有要事，那明天一早告诉她吧，就没有跟我讲。 

　　主持人：这就几号了。 

　　周秉德：在8号晚上的时候我不知道，亲戚拿到电报也没有跟我讲，我在第二天早晨六点半广播，就听到广播，有哀乐，然后再一听，昏天黑地的，真是马上就炸了，简直不知道怎么办好，不知所措了。 

　　主持人：就是您从广播里听到的，并不是从家里人这个渠道知道的消息。 

　　周秉德：对。 

　　主持人：这种感觉肯定很不好，因为是自己家里人，如果家里人通知。 

　　周秉德：对，我心里还提前能够知道一点，现在我是跟大家一起知道的，是跟老百姓一块知道的，我真是昏天黑地，不知道怎么办好了，我就傻了，愣在那儿了，然后跟我一起去的同志们就一块帮我买黑纱，赶紧联系飞机，当天下午就回来了。看见伯母我就抱头哭，伯母还坚强地说，不哭，坚强一点，因为你是大姐，你还有那么多弟弟妹妹，把他们都安排好，然后就是第二天去参加告别仪式。 
　　主持人：您当时观察伯母，她当时表现的是一种坚强，后来有没有流露过，作为一个妻子，一个女人的那种情感？ 

　　周秉德：当然她是非常悲痛的，但是在我们面前，她还是一直稳着，话就少了，一直到火化的那天，到11号下午，十里长街送总理，送到八宝山，我就一直随着他的车后面，她下了车以后，就问秉德呢，人多，都跟着围着，就拉着我的手，走走走，跟着我走，跟着我走，就把我们拉到棺木前。那个时候她才痛哭，大哭，我再看你最后一眼吧，恩来，我看你最后一眼吧，我以后再也看不到你了，那个时候她才嚎啕大哭。 

　　主持人：您现在还保存着总理的什么遗物吗？   *haotao22
　　周秉德：首先就是跟伯母表示，因为我知道他很简谱，我要他一件最破旧的衣服作为留念。在丧事之后，伯母就请工作人员一起整理他那些遗物的时候，就给我们每个人都分了一些他生前的遗物，有很多件东西，其中有一件就是他的毛巾睡袍，那个睡袍都补了一次又一次，补的是用毛巾的、手绢的、纱布的一块一块往上补。 
　　主持人：那得用了多少年的衣服。 

　　周秉德：他补了几十块的东西，非常简谱。             ＊朴pu3
　　主持人：现在您还留着吗？ 

　　周秉德：四人帮粉碎之后，当时的革命博物馆就要办一个他逝世一周年的展览，伯母就动员我交出来了，交给了革命博物馆了。但是后来还有些其它的东西也都在我那儿，我也陆陆续续都捐出去了。 

　　主持人：有没有不舍得的，当时捐的时候？ 

　　周秉德：当然有。 

　　主持人：您觉得连骨灰都不保留代表了什么呢？ 

　　周秉德：彻底的唯物主义，15号开追悼会之后，伯母就把我们亲属、工作人员、医生都集中到台湾厅，一块开会。开会的时候就给我们讲骨灰保留的问题，他就讲，我们中国的习俗，丧葬的习俗几千年来都是土葬，共产党提出来，我们要保证都是做火化，火葬，这就是一场革命。现在你伯伯要求我们的骨灰不保留，这又是一场革命，这个革命意味着什么？就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，我们在最后，我们一辈子为人民服务，到最后我们的骨灰也回到大自然里去，到海里，到土地上，再去喂鱼，再去营养庄稼，最后彻底为人民服务，他是专门这样告诉我们的。我觉得他这个说法也是很对的，所以我也实际上在向他学这个做法。 

　　主持人：您也这样想？ 

　　周秉德：我也是这样想，我已经四次送了亲人的骨灰到海里了，我伯母的，我的公公也非常崇敬伯父，1977年我们就把他送到渤海、塘沽，我婆婆是1992年，跟我伯母是同年，1992年年底去世，又把她送过去。送完了他们的时候，我跟我老伴也是互相约定的，我们用实际行动向他们老人家学习，所以我跟我老伴也是这么商定的。后来到1999年1月份，我的老伴也没有了，我跟老伴的感情是非常好的，但是我们也有同样的约定，所以我也是请他走我们老人的路，先人的路，也到了海里，交代我的孩子也要走这条路，我自己也要走这条路。 

　　主持人：到您这个年纪，送走过这么多人，自己会感到孤独吗？ 

　　周秉德：没有，我现在是跟孩子们在一块，另外朋友也很多，社会上的活动也很多，没有什么太孤独的感觉。 

　　主持人：想起他们来，觉得自己的人生非常丰富的组成部分。 

　　周秉德：是。 

　　主持人：您从12岁第一次见到伯父周恩来，到现在快60年过去了，做周恩来的侄女是什么滋味？ 

　　周秉德：我做他的侄女，一个，我感觉到很荣幸；另外感觉到对他非常崇拜，非常敬仰；再就是对自己要按照他的做法尽量去学，尽量学他的精神、作风，对自己要求要严格，尽量去做，当然永远也学不好，学不到。 

　　主持人：您的一生当中如果没有和周总理夫妇共同生活这15年，会有什么不同吗？ 

　　周秉德：现在也不好想象，肯定不会像实际的这种对自己的要求，冥冥之中就觉得自己应该做得更好一点，要求得更严一点，各方面都要能够不辜负他们的培养和教育，总是想这些。 

　　主持人：就是潜移默化对自己这个要求就特别严了。 

　　周秉德：对。 

　　主持人：谢谢您今天到我们节目中来，给我们讲了这么多让人非常感动的故事。 

　　央视新闻频道《新闻会客厅》播出时间： 

　　每周一至周四晚20：30－21：00 

　　《新闻会客厅》周五特别节目《决策者说》播出时间： 

　　周五晚20：20--21：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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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张佐良：我想他是想明白了，因为他的人生观，他的世界观，他的生死观，疾病观非常明确了，因为

人总是有生就有死，是自然规律，谁也阻挡不了，这是一句话。他跟我们随意说，不是专门针对某一个，不是得了这个病以后说的。第二，我们在过去几十年里，有那么多同志都牺牲了，我们是幸存下来的，所以也到了这个年纪了，又发生一点意外，没有死的人感到意外，死掉的人没什么意外，他该到这个时候了，所以我觉得他已经把所有的问题想清楚了，他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者，我的感觉是这样。 


